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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后贫困时代，全面评估区域导向型扶贫政策的减贫绩效是巩固脱贫成果的客观要

求。文章采用 2013年—2017年全国 832个贫困县的经济社会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研究区

域导向型扶贫政策对贫困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区域导向型扶贫政策对重点贫

困县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当前经济增量的主要来源是贫困县劳务输出带来的

本地储蓄增长，而本地农业生产和产业结构升级这两条增收渠道的作用不显著。对此，应进

一步推动户籍制度改革，确保劳务输出增收渠道通畅，充分发挥当地资源禀赋优势，推动地

方特色产业振兴，助力乡村内生式发展，更好发挥区域导向型扶贫政策的减贫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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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

心的党中央对“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作出全面部署。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坚决打赢脱

贫攻坚战，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2018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

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统筹衔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要求。2021年2月，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

总结表彰大会上明确指出，“我国已如期实现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

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同时，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今后一段时期内，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将成为接续的

重点。在既有的农村扶贫政策实践中，瞄准县域的区域导向型扶贫政策为国际减贫事业贡献了具有

中国特色的扶贫经验，也为治理相对贫困提供了政策借鉴。

区域导向型扶贫政策是具有明显区域瞄准性的政府干预举措［1］，表现为中央及地方政府针对瞄

准县域给予财税支持、金融服务、投资倾斜、产业扶持及其他相应扶贫政策［2］。具体来看，财税支持是

由政府主导，通过直接转移支付的“输血式”扶贫来提高贫困户的收入水平［3-4］；金融服务、投资倾斜、

产业扶持等则是通过提供更多金融服务渠道、促进资本积累、推动技术创新等途径实现“造血式”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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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5-7］。其中，产业扶持作为区域导向型扶贫政策的核心，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包括成立农民合

作社、驻村帮扶、培育龙头企业、实施“互联网+”、开展生态旅游等多种形式［8-10］。此外，随着经济社会

的不断发展以及居民需求的不断升级，乡村旅游扶贫、互联网背景下的消费扶贫、医疗扶贫、数字下乡

等新兴扶贫政策不断涌现［11-14］，成为新一轮扶贫举措的中坚力量。

各项扶贫政策的实施有力推动了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其成效多体现在农户增收、扶贫效率和

目标完成度提升等方面［15-16］。随着扶贫工作的逐步推进，学界逐渐将研究目光转向扶贫政策绩效评

估方面。从研究内容来说，现有关于区域导向型扶贫政策绩效评估的研究多侧重于对某项特定扶贫

政策的绩效评价。如王国勇［17］、梁晨［18］从公共管理、国家治理的角度研究扶贫政策的工作机制，胡伟

斌［19］尝试从产业推动经济发展视角探索产业扶贫政策的传导机制，赵晓峰［20］围绕更为具体的农民合

作社探讨扶贫工作中的制度安排。从研究方法来说，主要是基于微观数据采用包括断点回归、双重差

分法（DID）、Probit模型等方法。如李志平［21］构建了包括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微观主体行为模型以及

基于农村公平和效率的农村福利模型，分别研究了这两条新路径上贫困户福利和农村福利的动态演

变过程，并使用系统动力学模型进行了政策模拟，探索我国产业精准扶贫的最优路径及政策支持空

间。胡晗［22］利用陕西省3县6镇863户贫困户的入户调查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和粗略精确匹配方法

估计产业扶贫政策对贫困户生计策略选择及家庭收入的影响，并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混合研究

方法对研究结果进行解读。尹志超［23］基于 2011年—2017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运用双

重差分法研究了精准扶贫政策对农业信贷渠道和农业信贷规模的影响，研究发现西部地区的政策效

果更为显著，且相较于贫困县，非贫困县的贫困户获得正规信贷的概率及规模提升效果更为显著。

以上研究提供了不同的研究视角，丰富了贫困领域的相关研究，然而研究主要侧重于相关分析而

非因果分析，且研究结果往往限于研究数据来源区域，研究中微观数据来源的适用性也有待拓展。少

有文献探讨扶贫政策的经济学传导机制，也未能清晰阐明贫困县扶贫政策的运行机制。可以说，既有

研究中针对特定类型、特定区域的扶贫政策绩效评估研究难以对区域导向型扶贫政策进行全面评价。

区域导向型扶贫政策通过改善贫困县域的经济发展条件进而实现扶贫目标，既能使贫困家庭受

益，又能对贫困县域的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随着区域导向型扶贫政策的进一步落实，各类政策绩

效相互重叠，因而构建面向贫困县域的扶贫政策绩效综合评估体系，识别各类政策对推动当地经济发

展的传导路径十分重要。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瞄准国家级贫困县的区域导向型扶贫政策体现

了由“区域瞄准”精准至“县域瞄准”的区域扶贫理念，因而以国家级贫困县为切入点探讨瞄准县域的

区域导向型扶贫政策的扶贫绩效，可为科学评估区域导向型扶贫政策绩效提供理论支持。第二，以县

域为单位，利用2014年国务院扶贫办公布的全国832个贫困县名单，采用双重差分法对区域导向型扶

贫政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识别，并结合中国流动人口动态调查数据对区域导向型扶贫政策

的扶贫渠道进行再检视，以拓展现有文献对区域扶贫研究结论的适用范围。第三，基于对经济增长的

宏观把握，逐步分解贫困县域经济的增收渠道，总结区域导向型扶贫政策降低贫困率、推动县域经济

增长的理论机制，丰富关于扶贫政策经济学传导机制方面的研究。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区域导向型扶贫政策的减贫绩效

区域导向型扶贫政策是推动贫困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工具，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对其进行

绩效评估应重点参考区域经济发展成果。由于政策目标不同，扶贫政策可分为开放式扶贫政策和救

济式扶贫政策。其中，救济式扶贫政策源于财政脱贫理论，主要通过增加政府公共财政支出来提高农

户的收入水平以保证脱贫的平等性和分配的均衡性。开放式扶贫政策则从涓滴效应理论出发，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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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贫困地区的经济环境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进而实现脱贫。根据Bourguignon［24］提出的“增长—平

等—贫困”三角理论，经济增长是解决贫困的重要起点。为追求更好的减贫绩效，上述两类扶贫政策

都需要经济增长作为主要推动力：一方面，经济增长为贫困地区提供了更多就业、创业机会，提高了贫

困人口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也会增加当地政府财政收入，为救济式扶贫提供资金保障。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是减贫的重要途径［25-26］。经济发展带来的经济溢出效应，奠定了二

战后发展中国家扶贫战略选择的重要理论基础。然而，随着绝对贫困的逐步缓解，经济溢出效应也受

到对扶贫绩效平等性追求的质疑。有学者认为，扶贫政策会面临涓滴效应阻滞，使得经济增长无法直

接惠及贫困者［27］。减贫绩效不仅取决于平均收入增长，也极大地受到收入分配状况的影响［28］。库兹

涅茨的“倒U假说”则认为，在减贫过程中财富差距不可避免，但达到一定临界值后，伴随着经济增长

财富差距会不断缩小。赫希曼的“极化—涓滴效应”进一步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说明经济增长可以

为欠发达地区带来更多经济溢出，最终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在考虑收入差距的情况下，贫困人口仍能

从经济增长中获益，只是获益程度因国家、地域而异［29］。因此，区域导向型扶贫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

有助于推动贫困地区尤其是深度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实现贫困地区之间的平衡发展。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1：区域导向型扶贫政策推动了贫困县的经济增长。

（二）区域导向型扶贫政策拉动贫困县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有学者认为，区域导向型扶贫政策将政府干预性措施与县域自身的资源禀赋形成合力，可更有效

地整合和配置贫困县域的要素资源，推动经济增长［30］。因此，本文尝试将区域导向型扶贫政策的减贫

作用机制置于宏观经济增长的研究框架下，分析劳动力和资本这两类生产要素驱动贫困县经济增长

的作用机制。根据发展经济学理论和中国区域导向型扶贫实践经验，贫困县收入增量主要来源于3

条渠道，分别是本地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带来的农产品销售收入、对口劳务输出带来的务工收入以及

外来资本注入形成的工业部门收益。

其一，劳动力从事本地农业生产，增加农产品销售收入，推动地区农业经济增长。一些贫困县域

由于区位特点，具有丰富的耕地、林地等自然资源，土地成为贫困人口从事农业生产的基础资料。依

靠自然资源禀赋的农业经济由此逐步发展为贫困县域的特色产业，在维持贫困农户生计、增加地方财

政收入方面起着基础性作用。政策实践中，在区域导向型扶贫政策的指导下，政府出台了多项强农、

惠农政策，鼓励贫困农户利用地方资源从事农业生产，保障农业生产的发展与流通，帮扶成效不断得

到巩固和提升。因此，设立国家级贫困县、鼓励贫困农户充分利用基础生产资料发展农业生产，提升

贫困户生产经营能力和市场参与能力，能保障贫困县域的内生性发展［31］。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2a：区域导向型扶贫政策推动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增加农产品销售收入，从而拉动贫困县经济增长。

其二，劳动力从事非农业生产，通过外出务工增加收入，扩大贫困县域的消费市场容量，促进地方

经济增长。一方面，贫困县农户的就业行为是理性自由劳动力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表现；另一方面，

农户劳动力进一步向回报率高的区域流动是市场优化配置劳动力资源的结果，这会促进农户增收。

政策实践中，《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提出有计划有组织地发展劳务输出，2015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进一步提出引导劳务输出脱贫，要求“加大劳务输出培训投入，统筹使

用各类培训资源，以就业为导向，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实践证明，劳务输出扶贫可有效降低

贫困率，是摆脱贫困的重要途径。区域导向型扶贫政策瞄准的国家级贫困县特别是国家级重点贫困

县尚处于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劳动力外流带来的收入增长是经济增量的主要来源［32-33］。基于此，本

文提出研究假说2b：区域导向型扶贫政策推动劳动力充足的贫困县域向外输出劳动力，通过异地就业

增加贫困农户的家庭收入，提高贫困县域消费水平，从而拉动贫困县经济增长。

其三，贫困县域普遍资本匮乏，外来资本注入可增加资本积累，助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促进当

地经济增长。贫困县域长期处于资本积累的洼地，资本存量匮乏，其发展需要外来资本的支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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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区域导向型扶贫政策针对瞄准县域给予贷款贴息、财政补助和财政奖励等支持，向贫困地区

注入专项扶贫资金，提高当地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增加当地固定资产投资，促进当地资本形成。需要

注意的是，资本流入贫困县域的表现形式不一，有的通过系列产业扶贫政策逐步发展贫困县域当地龙

头企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进而推动当地经济增长；有的通过资本注入创立企业或以合作社等形式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现收益共享，这也是农户收入增加的重要来源［33］。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

假说2c：区域导向型扶贫政策推动外来资本注入形成产业投资，促进当地主导产业由农产品逐步转向

初级工业品，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从而拉动贫困县经济增长。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2014年，国务院扶贫办公布了全国832个国家级贫困县名单，相较于非重点贫困县，重点贫困县

的减贫空间更大，区域导向型扶贫政策的减贫绩效在重点贫困县表现更为显著。因此，参照Guadal‐

upe［34］的做法，本文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分别以国家扶贫办划分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以下

简称国家级重点贫困县）与非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以下简称非国家级重点贫困县）来评估区域

导向型扶贫政策的减贫绩效。本文使用2013年—2017年全国832个国家级贫困县面板数据来评估区

域导向型扶贫政策的减贫绩效，研究中的原始数据来自历年《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贫困县

政府统计公报以及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同时，为保证数据的连续性与可比性，本文剔除

了数据缺失较严重的县最终得到811个贫困县样本。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本文参考黄志平［31］的研究，以地区生产总值为被解释变量，衡量县域经济增长绩效。

2.解释变量。本文以区域导向型扶贫政策冲击交互项PRPit为解释变量，其为 treated（重点贫困县

与非重点二分）与 time（政策实施节点）这两个变量的交互，PRPit = treatedi × timet。评估政策从2015

年开始实施①，若 t ≥ 2015，则 timet = 1。虽然区域导向型扶贫政策覆盖各个贫困县，但不同类型的贫

困县受到的影响会有差异，因此若 i县为国家级重点贫困县，则 treated = 1，否则为0。

3.控制变量。除区域导向型扶贫政策外，还有一些因素也会对贫困县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因此需

要控制其他因素的干扰。本文参考张国建［35］的研究，在控制变量的选取中主要考虑如下方面：一是控

制县域的原始禀赋，包括行政区域面积、乡镇数量、户籍人数等。二是控制产业结构，使用第一产业增

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县域产业增加值；使用第

二产业从业人员数占户籍人口的比重、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数占户籍人口的比重来衡量县域从业人员

构成。三是控制投资，使用固定资产投资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占地区

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县域投资情况。四是控制财政收支，使用公共财政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

重、公共财政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县域财政收支情况。五是控制社会保障，用医疗卫生

机构床位数、小学在校学生数和固定电话用户数来衡量县域社会保障情况。

（三）模型构建

双重差分模型可以检验政策实施前后处理组与对照组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否存在显著差异。为满

足双重差分的基本假设，本文按照是否为国家级重点贫困县将832个县分为处理组和对照组，处理组

为国家级重点贫困县，对照组为非国家级重点贫困县。由于处理组和对照组均为贫困县，因此二者处

于较为相似的发展阶段。样本是否被确定为国家级重点贫困县是本文的政策变量，时间变量为2015

年政策实施前后的虚拟变量。

①由于832个贫困县名单发布时间为2014年12月23日，故将2015年设定为政策实施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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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构建的检验区域导向型扶贫政策减贫绩效的估计方程为：

Yit =α + γPRPit + βXit + ηi + λt + εit （1）

其中：i代表贫困县，t代表年份，Yit表示 t年 i县的地区生产总值，用于衡量地区经济发展绩效。PRPit

表示区域导向型扶贫政策冲击，γ表示区域导向型扶贫政策在国家级重点贫困县的平均效应，若政策有

效，则γ显著为正。Xit为控制变量，ηi为县域固定效应，λt为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此外，本文

使用县域层面聚类标准误以解决潜在的序列相关问题和异方差问题。

四、区域导向型扶贫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研究中主要变量的定义和描述性统计见表1。由表1可以看出：从各县原始资源禀赋来看，各县的

生产总值、行政区域面积、乡镇数量、户籍人数等变量的标准差较大，表明各样本县域原始资源禀赋差

异较大，扶贫政策需要精准识别、精准实施，避免粗放型扶贫。从产业结构来看，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地

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均值仅为37.34%，表明样本贫困县的产业结构层次偏低。从投资情况来看，固定

资产投资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均值超过100%，同时标准差较大，可能是因为部分贫困县通过大规

模发行地方债、举债投资所造成。从财政收支状况来看，财政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均值为

54%，远大于财政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均值，说明样本县存在入不敷出的财政风险。

表1 主要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被解释变量

控制变量

变量名称

gdp

area

town

population

iprimary

isecond

psecond

pthird

fixed

finance

revenue

expenditure

hospital

student

linephone

变量定义

县域生产总值（亿元）

行政区域面积（千平方公里）

乡镇数量（个）

户籍人数（万人）

第一产业增加值／地区生产总值

第二产业增加值／地区生产总值

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数／户籍人数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数／户籍人数

固定资产投资／地区生产总值

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地区生产总值

公共财政收入／地区生产总值

公共财政支出／地区生产总值

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千张床）

小学在校学生数（万人）

固定电话用户数（万户）

平均值

69.2253
5.5991
14.9742
37.6878
0.2385
0.3734
0.0817
0.1222
1.2198
0.7109
0.0707
0.5400
1.2806
2.7242
2.4924

标准差

59.5519
10.7616
8.2465
33.4551
0.1063
0.1461
0.0588
0.0731
0.8015
0.4671
0.0727
0.5047
1.1787
2.7089
3.5417

最小值

1.5905
0.0890
3.0000
1.0000
0.0108
0.0052
0.0003
0.0010
0.0700
0.0003
0.0084
0.0513
0.0120
0.0266
0.0013

最大值

578.4329
135.6160
71.0000
230.0000
0.7115
0.8958
0.4709
0.9598
16.4584
7.4048
1.8669
16.7352
14.4590
21.9400
80.8190

（二）回归分析

为验证区域导向型扶贫政策是否对贫困县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本文使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

区域导向型扶贫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平均效应，回归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在控制个体效应和时期

效应的基础上加入控制变量后，区域导向型扶贫政策冲击交互项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区域

导向型扶贫政策的实施会促进贫困县经济增长，这验证了前文提出的研究假说1。进一步的分析表

明，与非国家级重点贫困县相比，区域导向型扶贫政策显著促进了国家级重点贫困县的经济增长。具

体而言，区域导向型扶贫政策的实施使得处理组国家级重点贫困县比对照组非国家级重点贫困县的

21



·经济经纬·

地区生产总值平均高出1.37亿元，扶贫效果显著。

表2 区域导向型扶贫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平均效应

变量

PRP

控制变量

个体效应

时期效应

样本数

R2

gdp

1.3743*

（1.8207）
Yes
Yes
Yes
2837
0.5830

注：回归中控制了变量 treated和 time，但被时期效应或个体效应吸收，故未汇报估计结果；*、**、***分别表示10%、

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数值为聚类标准误。

（三）稳健性检验

1.平行趋势检验。双重差分模型要求政策实施前处理组和对照组满足平行趋势条件。本文参考

卢盛峰［36］的做法，选取变量Current表示区域导向型扶贫政策实施当年的情况，且受政策实施影响当

年该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After表示区域导向型扶贫政策实施之后各年情况，且受政策实施影响后

的第1年该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Before表示区域导向型扶贫政策实施之前各年情况，具体赋值方法

同上。由表3可以看出，区域导向型扶贫政策实施前的一系列变量中Before的回归结果均不显著，而

政策实施后的变量After回归系数显著，表明本文使用的双重差分模型满足平行趋势假定，所得到的

双重差分估计量PRP的系数是无偏的。此外，区域导向型扶贫政策实施后，After系数显著为正，表明

区域导向型扶贫政策对贫困县的经济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研究假说1得以验证。

表3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变量

Before2

Before1

After1
控制变量

个体效应

时期效应

样本数

R2

gdp

-1.0580
（-1.1845）
-0.5159

（-0.9391）
1.2274*

（1.8679）
Yes
Yes
Yes
2837
0.578

注：回归中控制了变量Current和After2，但被时期效应或个体效应吸收，故未汇报估计结果；*、**、***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数值为聚类标准误。

2.PSM-DID检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估计政策冲击效果要满足处理组和对照组均为随机选择的

前提假设，而国家级重点贫困县和非国家级重点贫困县的划分可能存在一定的选择性偏差。对于样

本自选择问题，在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后再进行双重差分估计可以更好地控制观测因素和非观测因

素的影响，从而较好地校正选择性偏差［37］，故本文进一步使用PSM-DID方法检验区域导向型扶贫政

策对贫困县经济增长的影响，采用的协变量包括反映产业结构和政府财政收支的变量。由表4可知，

无论采用哪种匹配方法，双重差分估计量的估计系数和显著性均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因此，

PSM-DID检验结果支持前文的研究结论，区域导向型扶贫政策对贫困县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稳健，研

究假说1得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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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PSM-DID双重差分检验结果

变量

PRP

控制变量

个体效应

时期效应

样本数

R2

gdp

近邻匹配

1.3917*
（1.8420）
Yes
Yes
Yes
2827
0.5780

核匹配

1.3917*
（1.8420）
Yes
Yes
Yes
2827
0.5780

半径匹配

1.3917*
（1.8420）
Yes
Yes
Yes
2827
0.5780

注：近邻匹配采用1∶3的匹配方法，半径匹配的半径为0.05，匹配后删除不满足共同支撑假设的样本，以使协变量

在处理组和对照组间实现平衡；*、**、***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数值为聚类标准误。

3.安慰剂检验。为进一步确认区域导向型扶贫政策的减贫效果，本文参考尹志超［23］的方法，将政

策实施时间提前到 2014年作为虚拟政策时点进行安慰剂检验。由表5安慰剂检验结果可知，双重差

分估计量PRP不显著，说明未实施区域导向型扶贫政策和贫困县经济增长没有类似上文的因果关系，

从而证明区域导向型扶贫政策对贫困县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安慰剂检验结果表明基准回归结果

稳健，即区域导向型扶贫政策对贫困县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研究假说1成立。

表5 安慰剂检验结果

变量

PRP

控制变量

个体效应

时期效应

样本数

R2

gdp

1.2800
（1.5241）
Yes
Yes
Yes
2837
0.5798

注：回归中控制了变量 treated和 time，但被时期效应或个体效应吸收，故未汇报估计结果；*、**、***分别表示10%、5%、

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数值为聚类标准误。

五、区域导向型扶贫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

区域导向型扶贫政策包括产业扶贫、消费扶贫、劳务扶贫等一系列扶贫举措。前文已验证了区域

导向型扶贫政策的实施会显著促进贫困县尤其是国家级重点贫困县经济增长，下文将重点分析区域

导向型扶贫政策促进当地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一）传导渠道分析

根据前文的分析，可归纳出3条传导渠道：劳动力从事本地农业生产带来农产品销售收入、对口

劳务输出带来务工收入以及资本注入形成工业部门收益。为验证研究假说2a~2c，本文借鉴温忠麟［38］

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构建如下检验方程：

Yit = β0 + β1PRPit + β2Xit + ηi + λt + εit （2）

Mit = α0 + α1PRPit + α2Xit + ηi + λt + εit （3）

Yit = φ0 + φ1PRPit + φ2Mit + φ3Xit + ηi + λt + εit （4）

其中，M为中介变量，β1为政策总效应，φ1为直接效应，α1、φ2为中介变量M的间接效应。对于产

业扶贫，采用第二产业增加值的对数值来反映工业层面的总变化；对于劳务扶贫，在控制金融机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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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贷款余额、公共财政支出的基础上，采用居民储蓄存款余额来反映居民外出务工收入情况；对于消

费扶贫，采用农业产业增加值来反映农产品销售情况。控制变量Xit与基准回归中的控制变量一致。

具体检验思路如下：先估计式（2），以 β1显著为正为前提；然后估计式（3）和式（4），若α1和φ2同方

向且均显著，则表明区域导向型扶贫政策会通过中介变量影响县域经济发展。在此基础上，若φ1不显

著，则表明存在完全中介效应；若φ1显著，则表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若φ1和φ2只有一个显著，则需

要对交互项φ1 × φ2的显著性进行Sobel检验，若通过显著性检验，则表明中介变量M代表的因素发挥

了中介作用。

研究假说2a提出区域导向型扶贫政策推动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增加农产品销售收入，从而拉动

贫困县经济增长。验证这一假说的回归结果如表 6所示，第（1）~（3）列分别反映了以农产品销售收入

lagri为中介变量时方程（2）~（4）的回归结果。由表6第（2）列可以看出，区域导向型扶贫政策通过推

动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增加农产品销售收入这一渠道来促进贫困县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显著，故研

究假说2a未得到验证。本文认为可能的原因是贫困县尤其是重点贫困县的农产品加工往往处于较

为低级的阶段，尽管大量本地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但在低级产业结构下生产效率的提高十分有限，

多数农产品的产品附加值较低，因此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有限。

表6 劳动力从事本地农业生产渠道

变量

PRP

lagri

控制变量

个体效应

时期效应

样本数

R2

（1）gdp
1.3679*

（1.8050）

Yes
Yes
Yes
2828
0.5811

（2）lagri
-0.0151

（-1.0214）

Yes
Yes
Yes
2828
0.4215

（3）gdp
1.5418**

（2.0621）
11.5153***
（6.0066）
Yes
Yes
Yes
2828
0.5996

注：*、**、***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数值为聚类标准误。

研究假说2b提出区域导向型扶贫政策推动劳动力充足的贫困县域向外输出劳动力，通过异地就

业增加贫困农户的家庭收入，提高贫困县域消费水平，拉动贫困县经济增长。验证这一假说的回归结

果如表 7所示，第（1）~（3）列分别反映了以农户家庭收入 save为中介变量时方程（2）~（4）的回归结果。

由表7第（2）列可以看出，区域导向型扶贫政策通过引导贫困地区劳动力外出务工发挥了积极的减贫

作用，故研究假说2b得以验证，外出务工是区域导向型扶贫政策促进贫困县经济增长的重要渠道。

表7 劳动力外出务工渠道

变量

PRP

save

控制变量

个体效应

时期效应

样本数

R2

（1）gdp
1.3308*

（1.7425）

Yes
Yes
Yes
2822
0.5814

（2）save
0.3710***

（3.7955）

Yes
Yes
Yes
2822
0.6039

（3）gdp
-0.2654

（-0.4200）
4.3018***

（13.8139）
Yes
Yes
Yes
2822
0.6872

注：*、**、***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数值为聚类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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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假说2c提出区域导向型扶贫政策推动外来资本注入形成产业投资，促进当地主导产业由农

产品逐步转向初级工业品，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拉动贫困县经济增长。验证这一假说的回归结果

如表 8所示，第（1）~（3）列分别反映了以第二产业增加值 lindus为中介变量时方程（2）~（4）的回归结

果。由表8第（2）列可以看出，区域导向型扶贫政策的实施对第二产业增加值的影响不显著，故研究

假说2c未得以验证。本文认为可能的原因是工业发展从前期投入到正常生产需要较长时间，贫困地

区的工业基础薄弱，区域导向型扶贫政策对工业部门发展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因此，短期内区域导

向型扶贫政策通过外来资本注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很难实现大幅推动经济增长的效果。

表8 外来资本注入渠道

变量

PRP

lindus

控制变量

个体效应

时期效应

样本数

R2

（1）gdp
1.3743*

（1.8207）

Yes
Yes
Yes
2837
0.5803

（2）lindus
-0.0005

（-0.0496）

Yes
Yes
Yes
2837
0.7959

（3）gdp
1.3863*

（1.9283）
25.4474***
（3.8691）
Yes
Yes
Yes
2837
0.6202

注：*、**、***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数值为聚类标准误。

（二）进一步分析

上述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贫困县域经济增量主要来源于劳务输出带来的收入增长，而劳动力从事

农业生产增加农产品销售收入，以及外来资本注入形成工业部门收益这两条渠道对于推动贫困县域

经济增长的作用均不显著。为充分验证研究假说2b，本文进一步通过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

调查（CMDS）数据，对人口集中流入地的人员户籍地进行分析。具体做法为先分析贫困县和非贫困县

的人员占比，再比较国家级重点贫困县和非国家级重点贫困县的人员占比，最后对来自国家级重点贫

困县人员的流动原因、工作情况、户籍地等进行分析。

CMDS是一项样本规模大、涉及范围广的全国流动性人口抽样调查，样本覆盖我国大陆31个省

（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流动人口较为集中的流入地。本文通过分析各省级行政区域贫困县数

量占全国县级行政单位总数的比重，发现我国贫困县主要集中在贵州、甘肃、云南、陕西、青海、西藏和

宁夏7个省区。由图1户籍地为贫困集中地区的流动人口比较可知，CMDS数据库中来自贫困集中地

区的样本数占比逐年上升，且明显大于当地人口数占全国总人口数的比重。这表明对于人口集中流

入地来说，来自贫困集中地区的流入人口所占比例越来越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区域导向型扶贫政

策实施中贫困县劳务输出的真实性。

图1 户籍地为贫困集中地区的流动人口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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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地，为识别出户籍地为贫困县的人员，考虑到2017年之前的数据仅包含户籍地对应省

（区、市）信息，本文仅使用2017年CMDS数据进行深入分析。调查对象为在流入地居住1个月及以上

非本区（县、市）户口的15周岁及以上流入人口，其包含的总样本量约为17万人。首先，剔除户籍地信

息缺失的样本，共得到有效样本169989个；其次，将样本划分为来自贫困县组和来自非贫困县组，有

效样本数分别为51062个和118927个；最后，将贫困县组进一步划分为来自国家级重点贫困县组和来

自非国家级重点贫困县组，有效样本数分别为41857个和9205个。

从流动人口占比来看，户籍地为贫困县的样本占总样本的比重为30.04%，而同期贫困县户籍人口

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为22.14%，这表明流动人口中来自贫困县的较多。国家级重点贫困县样本数占

贫困县组样本数的比重小于同期贫困县户籍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这表明流动人口中来自国家

级重点贫困县的更多。以上结果表明劳务扶贫渠道是存在的。

图2为户籍地为贫困县的流动人口流动原因比较。如图2所示，户籍地为贫困县样本的流动原因

有62.81%是务工或工作。国家级重点贫困县样本中因务工而流动的比重明显大于非国家级重点贫

困县样本，进一步证明了劳务扶贫渠道的存在。此外，进一步的数据测算表明，对于户籍地为国家级

重点贫困县的外出务工群体，其所从事的行业占比最高的是建筑业，对于非国家级重点贫困县则是其

他制造业。

图2 户籍地为贫困县的流动人口流动原因比较

六、结论与建议

进入后扶贫时代，中国将开启消除相对贫困的新征程。总结扶贫经验，评估扶贫政策绩效，认识

扶贫政策的作用机制，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和社会建设的重要议题。本文采用2013年—2017年全国

832个国家级贫困县的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区域导向型扶贫政策的减贫绩效。结果表

明：一是区域导向型扶贫政策对重点贫困县域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二是区域导向型扶

贫政策的减贫效应聚焦于提高贫困县域的经济增长水平和收入水平，当前经济增量的主要来源是劳

务输出带来的本地储蓄增长，而本地农业生产带来的产品销售收入增长以及外来资本注入形成的工

业部门收益增长这两条增收渠道的作用在短期并不显著。

对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议：第一，在消除相对贫困的进程中，区域导向型扶贫政策主要通过劳务输

出渠道增加贫困县收入、达到减贫效果。为确保这一渠道畅通，应进一步推动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大

城市户籍限制，保障贫困县通过劳务输出及时转移贫困人口，实现当地收入增加和消费增长。第二，

无论是充分利用当地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发展第一产业还是通过外来资本注入发展第二产业，这两条

增收渠道均效果小、作用慢，无法在短期内实现显著的减贫效果。为加快这两条渠道作用的发挥，应

保障贫困县生产的稳定性、标准化、产品质量与持续供应能力，充分发挥当地资源禀赋优势，利用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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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加速赋能产业发展，扩大市场贸易规模，为贫困县积极发展市场贸易保驾护航。第三，激发乡村

内生发展动力，做好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的有效衔接，在资本注入的基础上推动地方产业振兴，助力

乡村内生式发展。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的有效衔接需要扶贫政策的不断更新演进，应注重政策落实

的标准化、规范化、配套化，加强人力资本积累，更好地发挥区域导向型扶贫政策的减贫效果，构建解

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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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rformance and Mechanism of Region-Orien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Based on Data of 832 National Poverty-Stricken Counti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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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the poverty reduction performance of region-based poverty policies is an objective
requirement to consolidate the resul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post-poverty era. This paper has collected the economic and so⁃
cial data of 832 poverty-stricken counties from 2013 to 2017 in China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the place-based poverty poli⁃
cies on the economic growth of poor counties by DID.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gion-based poverty policies have a
significant driving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of key poverty-stricken counties. The main source of the current economic incre⁃
ment is the increase in local savings income brought by the output of labor in poor counties, rather than local agricultural pro⁃
duction or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Therefore, it is of necessity to further promote the reform of the household regis⁃
tration system to ensure the channels income increase in export of labor service, utilize local resource endowments fully, pro⁃
mote the revitalization of industries with local characteristics, help endogenous rural development, and better play the poverty
reduction role of region-orien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Key words: region-orien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rural revitalization；state-level poverty-stricken counties; poverty re⁃
duction performanc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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